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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的战后型保险系统采用实体监管，以“同一商品，同一价格”限制保险业竞争，实现保险业的稳健运
行。随着保险自由化的兴起，日本的保险严格监管开始松动，《保险业法》从 1996 年到 2016 年进行了 13 次修订，
通过扩大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子公司的方式兼营生命保险与损害保险，实行第三领域保险的自由化，允许金
融混业经营的放开和银行销售保险的解禁，引入保险经纪人制度，缓和生命保险销售人专属制，推动保险自由化
的发展。与此同时，以经营信息披露义务和信息提供义务强化保险信息的披露，以保护保险消费者，并以偿付能
力基准、早期修正制、标准责任准备金等制度，对保险自由化予以一定的限制，防范保险财务风险，以宽严相济的
适度保险监管模式，保障经营健全性和日本保险业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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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很长的保险发展史，以 1996 年《保险业法》修改为转折点，日本保险监管模式开始由战
后型保险系统的严格模式转向保险自由化，这一变化被日本学界普遍称为“激变”。从 1996 年至
2016 年，日本《保险业法》大小修改共计 13 次，以《保险业法》的制度变迁为切入点，分析日本保
险自由化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保险监管发展将有所借鉴。
一、严格的保险监管与保险业的稳健发展
日本最早关于保险监管的法条规定存在于 1890 年《商法典》第 6 节中，是对民营保险业监管
的相关规定，然而这仅有的一节规定并不足以实现保险监管的要求。当时经营基础脆弱的保险公
司大量存在，并且在缺乏管控的情况下频发破产，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于是，日本基于加强
监管的理念于 1900 年制定了最初的《保险业法》。在这之后，《保险业法》分别于 1912 年、1927
年、1933 年进行了修改。这一阶段，日本保险监管法制确立了保险经营的许可主义原则，符合条
件的业者才能经营保险业。经营主体被限制为股份公司和相互公司，并且保险公司仅能专营保险
业。在业务开展上，生命保险和损害保险的兼营被禁止［1］。但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保险监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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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仍相对松散，监管制度体系尚未建构成型。
1939 年日本彻底修改了《保险业法》，给予大藏省①广泛的权力，从保险事业的开始到整顿再
至统合，对于保险公司的监督在经营的各个阶段采用个别、具体监督的实体监管主义。大藏省对
于保险公司的基本监督方式是基础文件许可，监督范围涉及经营范围、商品设计、费率、分红、销售
制度与资产运用等保险公司经营的方方面面。值得关注的是，1939 年《保险业法》第 11 条对保险
业者间垄断协议行为作了规定，保险业者间垄断协议的成立、更改和废除应当向主管大臣提出，若
此协议有利于促进业界健全发展，主管大臣认可协议的存在［2］。此举赋予了保险业垄断法律层面
的许可，为保险业商品、价格的统一铺开道路。
二战中的日本实行经济管控，通过限制消费、推动储蓄确保战争资金的稳定供给。生命保险
具有保险期间长、保险费金额高、储蓄性强等特点，正是吸收资金的重要方式，日本政府认识到生
命保险可 以 帮 助 吸 收 流 动 性 资 金，以 生 命 保 险 为 主，政 府 打 出 标 语“国 民 储 蓄 自 生 命 保 险 开
始”［3］。相应的，由于保险业对战时经济的重要性，政府在行政上大力保护扶持保险业。这一阶
段的保险监管呈现行政严重干预的特点，被比喻为“护送船队”［4］。1945 年日本战败，国内经济百
废待兴。在保险业领域，生命保险业极端萧条，而损害保险业则由于经济复兴充满着保险需求，但
也存在资金不足等问题。保险业因其具有吸收资金和转移风险等功能，对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重
要意义，为了在战后重新确立保险的行业基础，保障保险业乃至整体经济的运行，政府选择了以价
格管控为主轴的保险行政，设计出了战后型保险系统［5］，战后型保险系统是对“护送船队”式保险
监管模式的延伸。
战后型保险系统放弃了“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其保险监管模式着力于限制保险业竞争，保
障保险市场的稳定性，将重心放在行业保护上［6］，通过商品、费率、资金运用、销售等方面的规制
手段限制市场竞争，形成了“同一商品，同一价格”原则。商品设计上，保险商品采用统一审查制，
要求市场上同类商品的内容相同。价格管制上，战后型保险系统要求所有保险公司采用同样的商
品费率，彻底排除费率竞争带来的影响。而保险业整体商品费率是根据经营效率最差的保险公司
的经营情况所设置的，这就保证了所有保险公司都能存活［7］7。由于维持此种体制要求保险公司
群体构成相对稳定，政府严格限制新公司进入行业以维持既有结构的稳定，因此战后型保险系统
下几乎没有新设立的保险公司［8］。在战后型保险系统下，政府与保险公司达成默契要求在有保险
公司出现经营问题时，其他保险公司予以经济支援，所以战后型保险系统中缺乏经营财务健全性
的监管制度，没有建立起偿付能力基准等安全网制度［7］20。
基于战后恢复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保险业的考量，日本在政策上以扩大国民保险加入率为首
要考量，对于销售行为的监管相对不足。虽然日本于 1948 年制定了《保险销售管理法》，导入了
保险代理人的登录制、禁止自己代理等规则，对保险销售规制加以强化，但是只有消极义务的规
制，没有积极义务的规制，规制力度较弱，消费者不能得到“周延”保护。严格监管下的保险公司
经营者丧失了自律性和自主性，低下的经营效率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变为偏高的保险费。保险公司
只能贩卖既定的商品，而消费者也只能购买限定种类的商品，这在结果上也使得社会风控手段变
少。由于价格竞争的限制，保险公司间的竞争集中在销售渠道上，大量女性推销员成为保险销售
的主力［9］86 ，通过与投保人建立人际关系进行保险销售，这被称为“人情义理”式的销售模式［10］3。
总之，战后型保险系统很好地回应了保险业稳定性的要求，伴随着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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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藏省是日本旧时的财政机关，负责保险监管，其最早成立于明治维新时期，2001 年被改组为财务省。
而成形。在经济增速放缓的中速成长期，战后型保险系统也保障着保险业稳步发展。战后型保险
系统下的保险市场十分稳定，保险公司不必担心破产，投保人也不必担心保险公司破产导致不履
行合同等问题，但美中不足的是对于销售行为和经营财务问题缺乏监管。
二、保险自由化的兴起与监管的平缓放宽
在战后经济复兴期，战后型保险系统因其稳定性强而运行良好，业界盛传日本保险公司不会破
产的“神话”。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期，1971 年至 1985 年是日本经济发
展的中速发展期［11］52 － 53。1985 年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1986 年至 1991 年是日本经
济的“泡沫景气期”，经济过热带来了高利息［12］301。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发
展，日本市场更加开放，战后型保险系统表面上看来仍然运行良好，但是实质上因为其监管限制性太
多，越来越难以回应时代的要求。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保险审议会为中心，日本学界开始了修改保险
监管制度的讨论［12］133。当然，日本经济当时正处在泡沫最鼎盛的时期，战后型保险系统的问题并不
凸显，监管制度的修改还只是纸面上的事情，学界设想出的也只是平缓放宽监管的路径，认为可以通
过规制缓和促进竞争，降低保险费，吸引此前没有购买保险的人购买保险［13］。
1990—1991 年间日本泡沫经济达到顶峰，随后大幅崩坏。日经平均股价在 1989 年 12 月 29
日达到最高点 38 915 日元，而 1990 年 10 月 1 日暴跌至约 20 000 日元，仅仅 9 个月时间其价格蒸
发了近一半［11］55。泡沫经济崩坏造成了日本整体经济发展的停滞乃至下滑。经济环境大幅度变
化，利息大幅降 低 的 时 代 来 临，保 费 负 增 长、资 产 缩 水、退 保 增 加，保 险 公 司 的 经 营 陷 入 恶 性 循
环［14］，战后型保险系统运转失灵。资金不足的保险业存在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如果维持旧有的严
格监管模式，保险业的整体性崩塌将只是时间问题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本从保险监管制度
着手开始保险自由化，要求缓和现有的保险业规制。《保险业法》作为保险监管的主干法律，其修
改首当其冲。1992 年保险审议会②开始了《保险业法》修改的讨论，1995 年全面修改《保险业法》
的法案被国会通过，大幅度改变了战后型保险系统的制度架构，形成了新保险监管系统的法律主
干，1996 年 4 月修改后的《保险业法》施行，保险自由化实质开始，同年 11 月，日本时任首相桥本
龙太郎推出金融大爆炸政策，要求金融系统进行改革，消除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间的壁垒［15］。
同年 12 月，作为日美通商协议的一部分，日本与美国签订了保险协议，保险自由化自此全面铺开。
保险自由化是对保险系统的调整，其主干是规制缓和，也包括对监管缺位的填补或加强。如表 1
所示，规制缓和措施放宽了对市场准入、价格、商品等市场相关的监管 ; 另一方面，保险自由化中偿
付能力、销售行为等财务健全和消费者保护相关的监管被加强了。
在推动保险自由化的同时，日本保险公司不再坐在政府的“护送船队”中，而被课以严格的自己
责任，这给日本保险业带来了“地震式”的冲击。1997 年 4 月，作为日本生命保险公司的一大中流砥
柱的日产生命保险公司宣告破产，这使得战后日本持续 50 余年的“保险公司不会破产”的“神话”轻
易破灭。其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的生命保险公司普遍在 20 世纪后半叶与银行合作销售了大
量预定利率极高的个人年金保险，而泡沫经济崩坏后造成了逆差［16］。事实上，1997 年到 2001 年间，
·73·
日本保险的自由化及其限制
①
②
从日本政府报告中也可以看出保险自由化是被动开始的。1996 年 10 月，日本内阁府经济审议会在其工作报告《我国金
融系统的活性化》中明示了范围广泛的自由化才是泡沫崩坏后疲弊、空洞的金融市场重获新生的钥匙。资料来源 : 経済審議会
行動計画委員会 ． わが国金融システムの活性化のために［Ｒ /OL］． ( 1996 － 10 － 14) ［2018 － 12 － 10］． http: / /www5 ． cao． go． jp / j
－ j /keikaku /kinyu1 － j － j． html。
保险审议会是当时下属于日本大藏省的咨询机构，随着 2001 年大藏省的再编，保险审议会现在下属于金融厅。
日本相继有 9 家保险公司破产，其中 7 家是生命保险公司，2 家是损害保险公司［17］。伴随着保险公
司的破产紧接着是合并与重组，日本多数保险公司纷纷合并成立新的保险公司，外资保险公司乘机
通过购买日本国内保险公司的方式进入以往难以开拓的日本市场［18］，日本保险市场在外来保险公
司的进入与本国保险公司的合并重组中呈现出与战后型保险系统下迥然不同的面貌。
表 1 新旧保险系统对比
自由化保险系统 战后型保险系统
规制缓和
经营范围
允许以子公司的方式兼营
生命保险与损害保险
禁止兼营
允许所有保险公司经营
第三领域保险
限于允许外资与
中小保险公司经营
允许金融混业经营 禁止金融混业经营
销售渠道
引入保险经纪人制度
允许银行销售保险
生命保险销售人专属制的缓和
严格限制在保险推销员
与保险代理人
准入门槛 新增小额短期保险业 限制新保险公司进入
监管加强
公司经营
偿付能力基准
早期修正制度
体制整备义务
标准责任准备金制度
投保人保护机构制度
基于战后型保险系统的
统一严格监管，没有建立对于
经营行为的监管制度
销售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
意向把握义务
信息提供义务
没有规定积极义务，
只有消极义务
三、《保险业法》历次修订下的保险自由化规制变迁
1992 年 6 月 7 日公开的保险审议会综合部最终报告书《新保险业应有的状态》认为，应当将
保险业彻底地转变为保险使用者导向，应当确认与强化保险业在国家经济层面的职能，应当使保
险业顺应经济全球化。基于以上的角度，报告书还指出应当构建起新的保险监管模式，矫正以往
过度监管对保险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基于市场原理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具体而言，保险审议会
提出了 3 点目标 : 其一，规制缓和，通过自由化促进竞争，使保险业运转效率化 ; 其二，维持财务健
全性 ; 其三，公正地运营事业。
1996 年《保险业法》修改是对原有法律时隔 57 年的彻底改造，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在规制缓
和上，对于以往禁止的生命保险与损害保险的兼营，允许以子公司的方式兼营。同时，第三领域保
险①的经营被全面放开。销售监管上，1996 年《保险业法》几乎原封不动地吸收了《保险销售管理
法》的制度，并缓和了生命保险销售人的专属制，新导入了保险经纪人制度。在财务健全性上，作
为检测早期经营健全性的方法，偿付能力基准被导入。同时，作为新危机应对制度，投保人保护基
金被创设。另外，为确保经营透明性、销售公正性创设了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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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保险界将保险分为 3 个领域 : 第一领域保险为生命保险 ; 第二领域保险为损害保险 ; 第三领域保险是生命保险与损
害保险的中间地带，包括医疗保险、癌症保险、伤害保险、介护费用保险、所得补偿保险和宠物保险等。
总体来看，1996 年至 2006 年间是自由化保险系统快速构筑时期，2006 年之后，虽然势头放
缓，自由化保险系统仍在逐步完善［19］。《保险业法》前期的修改偏重于规制缓和的效率性修改，后
期的修改则着眼于解决规制缓和带来的问题，健全性和公正性监管力度加强的意味更深。1998
年，基于提高金融综合性、促进活性化的要求，日本制定了《金融系统改革法》，《保险业法》随之修
改。经过这次改革，保险费率进一步自由化。保险公司开始可以以持股或子公司的方式进入银行
业、证券业。并且，为了应对保险公司破产对投保人等带来的影响，新设了支付保障制度。2001
年开始允许银行销售保险，至 2007 年根据相关政令的修改，银行的保险销售完全解禁，可以销售
全部种类的保险商品。2005 年的修改中，针对无认可共济新创设了小额短期保险业制度。2006
年，伴随着《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施行，立法者要求对投资性强的特定保险合同适用同法同等的保
护规则，修改了《保险业法》。2008 年修改了职员兼职规制的缓和与业务范围扩大等相关规制。
2009 年，由于金融领域导入了裁判外纠纷解决制度，《保险业法》再次修订。2014 年，由于保险公
司的集团化，认可了特定情况下保险销售的再委托。2016 年施行的《保险业法》对保险销售规制
进行了大幅修改，设置了意向把握义务、信息提供义务和体制整备义务，保险销售规制时隔 20 年
终于完善［20］。
保险自由化的核心是通过规制缓和提高保险系统运转效率，上述《保险业法》制度修改主要可
以概括为 : 保险公司经营范围的扩大、销售渠道的增加与准入门槛的降低。经营范围的扩大主要
包括 : 以子公司的方式兼营生命保险与损害保险、第三领域保险的自由化和金融混业经营。销售
渠道的增加主要包括 : 生命保险销售人专属制的缓和、银行销售保险的解禁和保险经纪人制度的
导入。准入门槛的降低主要源于小额短期保险业的创设。
( 一) 以子公司的方式兼营生命保险与损害保险
1996 年《保险业法》第 106 条新增了允许以子公司的方式兼营生命保险与损害保险的制度。
保险监管虽然仍然维持着禁止生命保险业与损害保险业兼营的规定，但是可以在同一品牌下提供
性质不同的生命保险与损害保险［21］。此制度初衷是通过在有寡头倾向的保险市场上增加公司数
量以促进竞争，制度施行的当年 10 月，6 家生命保险公司设立了损害保险子公司，11 家损害保险
公司设立了生命保险子公司［22］。但是，实践中通过增加公司数量的方式促进竞争的效果是微弱
的。实际上，在这之后发生的保险公司大型合并中，保险公司的数量大幅减少。故而，此制度的实
践主要作用在于促进了生命保险与损害保险的业际融合①。
( 二) 第三领域保险的自由化
1996 年以前的立法，只允许外资保险公司和中小生命保险公司销售第三领域保险。随着第
三领域保险的重要性凸显，1996 年《保险业法》允许所有生命保险公司与损害保险公司经营第三
领域保险，根据第 3 条规定，生命保险公司与损害保险公司的许可经营范围都包括第三领域保险。
但是根据日美保险协议，日本政策上仍维持着外资保险公司在第三领域保险的优先地位。直到
2001 年 7 月，日本政府才允许日本的大型保险公司进入第三领域保险业。第三领域保险的自由
化使得大量公司与资本涌入第三领域保险，竞争加剧，整体水准得到提升，例如在商业医疗保险上
生命保险与损害保险得到融合与新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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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业际融合主要是损害保险业向生命保险业的扩张。由于损害保险业的运行中需要在各地设置专门的出险定损部门，而
这需要大量的费用，挤压了生命保险公司的损害保险子公司的利润。所以至今生命保险公司的损害保险子公司基本上都运行不
良，而损害保险公司的生命保险子公司则发展势头良好。
( 三) 金融混业经营的放开
1998 年《金融系统改革法》施行，与之相应的，日本同时修改《银行法》《证券交易法》《保险业
法》，《保险业法》第 271 条规定，可以成为保险公司的子公司的公司的范围得到扩大，不再局限于
生命保险公司，可以扩展到证券公司、银行等。从市场运行来看，这次修改激化了横跨业态的金融
服务市场的竞争。而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次修改给予了保险公司转变为综合金融机构的契机。
1998 年 12 月开始，保险公司可以设立证券子公司，并可以将破产银行变为子公司。1999 年 10 月
开始，保险公司可以设立银行子公司，并可以取得既存的银行作为子公司，至此保险公司可以自由
进入其他金融业态［24］。为金融领域的混业经营打通了金融业际间交流互通的渠道，给予了保险
公司成为综合性金融机构的契机。混业经营能够实现市场信息、客户信息等资源的共享，带来商
品与服务的多样化［25］。并且，混业经营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更强，业际交叉、资源整合能带来
创新性发展的机会。
( 四) 银行销售保险的解禁
2001 年施行的《保险业法》在第 275 条中规定银行可以作为保险销售人，自此银行可以销售保险。
从 2001 年 4 月开始，银行首先可以销售 4 种保险，包括: 销售住宅贷款上的长期火灾保险、信用生命保
险、债务返还支援保险和海外旅行伤害保险。2002 年 10 月种类增加了个人年金保险、资产建设保险、
资产建设伤害保险和年金支付保留伤害保险。2005 年 12 月种类进一步扩大，新加入了一次支付的终
身保险、一次支付的养老保险、保险期间在 10 年以下的平准支付的养老保险、储蓄型生存保险、除汽车
保险外的个人损害保险和保留伤害保险。最终，在 2007 年 12 月银行被允许销售所有种类的保险［9］88。
银行销售保险的解禁提供了金融、证券、保险在银行一站式消费的机会，提高了消费者的便利性。
如 2006 年开始，以个人年金保险为主，外资系和损害保险系等没有专属销售渠道的生命保险公司开始
委托银行进行销售。在这之后，大型生命保险公司也专门设立了进行银行销售的子公司，积极开发银行
专属产品。从实践情况来看，银行销售的保险商品以生命保险为主。银行在销售保障性的生命保险商
品时，相较于保险公司处在优势地位，因为其性质，银行能够了解到顾客的存款、转账记录乃至医疗信
息。针对这点，日本目前只有政令层级的立法，尚未上升到法律高度。根据《保险业法施行规则》第 211
条第 1 款第 2 项的规定，银行保有的非公开的顾客信息非经顾客事前允许不得利用于保险销售中，并且
银行在保险销售中获得的非公开的顾客信息非经顾客允许不能被用于保险销售以外的业务。对于银行
的保险销售行为，立法者没有设置专门规制，而通过《保险业法》对于保险销售人的一般规制加以监管。
( 五) 生命保险销售人专属制的缓和
1996 年《保险业法》继承 1948 年《保险销售管理法》的规定，原则上对生命保险销售人①采用专
属制，即禁止生命保险公司将销售委托给其他生命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并且生命保险销售人不能接
受其他生命保险公司的委托。立法者此举是因为生命保险以保险期间长、保险费用高为特点，专属
制可以使保险销售人的所属责任明确化，生命保险公司可以对销售人进行全面的教育。但是另一方
面，由于生命保险销售人只能销售所属保险公司的保险商品，存在着限制顾客选择的问题［26］。所
以，基于平衡消费者保护与保险销售效率性的考量，1996 年《保险业法》第 282 条第 1 款、第 2 款规
定了专属制的例外情形，特定情况下根据政令的规定允许保险销售人共同代理多家保险公司进行保
险销售业务。根据《保险业法施行令》第 40 条第 1 款、第 2 款的规定，生命保险销售人共同代理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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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生命保险销售人一般包括生命保险推销员与生命保险代理店。通过保险代理店进行销售是日本保险市场的显著特点，保险
代理店的业务内容是作为保险公司缔结保险合同的代理和媒介。资料来源: 石橋弘文． 改正保険業法への実務対応———乗合代理店
と保険会社のかかわり［J］． 共済と保険，2017 ( 2 ) : 36。
保险公司进行保险销售业务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其一，为确保生命保险销售人公正地完成保险销售
业务，要求经大藏大臣确认其具备必要的知识以及能够适当地管理其业务; 其二，要求被共同代理的
两家以上的保险公司具有密切联系，以确保生命保险销售人能够公正地进行代理。
( 六) 保险经纪人制度的引入
1996 年日本在《保险业法》中设立保险经纪人制度，基于以下 3 点考量 : 其一，由于保险经纪
人中立的立场，可以期待保险经纪人为其消费者提供最佳商品的建议 ; 其二，销售渠道的多样化可
以促进保险销售层面的竞争并提高消费者购买保险商品的便利性 ; 其三，设立保险经纪人制度可
以提高与国际保险制度的整合性，提高市场的开放程度［27］。在具体内容上，《保险业法》第 2 条第
25 款规定了保险经纪人是“从事缔结保险合同媒介的人，但不包括为了所属保险公司而作为缔结
保险合同媒介的生命保险销售人与损害保险销售人”，即保险经纪人不是保险公司的职员，也没有
接受保险公司的委托，而是为了不特定多数人而作为保险合同的媒介，以经纪为业的独立商人。
为保证保险经纪人的独立性与赔偿能力［28］，《保险业法》对保险经纪人还有若干特殊规制，如诚实
义务、手续费开示义务以及保证金义务。
虽然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但是在保险销售实践中保险经纪人的数量极少，保险经纪
人制度没有得到活用［10］18，促进销售竞争以及与国际接轨很大程度上只有形式上的意义。以增加保
险经纪人数量与活性化保险经纪人制度为目标，2016 年施行的《保险业法》对保险经纪人的相关规
定有所放宽。由于 1996 年《保险业法》对保险经纪人的规定不完善，难以从条文中看出保险经纪人
是站在顾客立场上进行保险销售，2016 年《保险业法》修改了第 299 条的规定，明确了保险经纪人接
受顾客委托，对顾客负善良管理注意义务的立场。另外，2016 年《保险业法》删去了附则第 119 条关
于保险经纪人作为缔结 5 年以上保险合同媒介时需要内阁总理大臣认可的内容［29］101。
( 七) 小额短期保险业的创设
“小额短期保险业”概念创设于 2005 年《保险业法》中。顾名思义，小额短期保险业最鲜明的
特点就是承保金额小、保险期间短，明确将此类保险单独规定为一类保险事业在世界范围内都比
较罕见。由于小额短期保险业承受的风险较小，故而在准入门槛上也予以降低。日本创设“小额
短期保险业”的初衷是为了将无认可共济纳入《保险业法》规制。“共济”在日本现行法令上没有
明确定义，但一般认为是具有相同性 质 的 人 集 中 运 营 的 相 互 扶 助 机 制［30］14。2005 年 以 前，根 据
《保险业法》第 2 条第 1 款的规定，保险业的定义上有“以不特定的人为对象”的要件，而共济针对
的是具有 特 定 性 质 的 对 象，不 受《保 险 业 法》规 制，一 般 受 到《协 同 组 合 法》①等 的 规 制。但 是，
1996 年《保险业法》施行后，日本社会出现了着眼于共济不是《保险业法》规制对象，标榜为共济
而实质从事保险业的从业者，这种业态被称为“无认可共济”。无认可共济既不受《保险业法》的
规制，也不受《协同组合法》等的规制，规制真空问题凸显。从机能来看，无认可共济提供一般保
险公司不提供的对应特定需求的商品，并且将多样的商品以多样的形态提供。但是由于销售方式
不当以及资金基础薄弱等问题，从消费者保护与公平竞争的角度出发，立法者认为应当将无认可
共济适用法律进行调整［31］。
·14·
日本保险的自由化及其限制
① 一般意义上的共济是基于协同组合的共济，受到《协同组合法》等规制。协同组合是特定主体自主聚集经营事业的营利
组织。希望加入协同组合的人根据各团体加入条件出资并成为成员。基于协同组合的共济是由协同组合成员事先支付共济费
形成共同财产，在发生事故 ( 如死亡、住宅灾害、交通事故等 ) 时，通过支付共济金的方式，补偿成员及其家庭的经济损失。资料
来源 : 日本共済協会 ． 日本の共済事業ファクトフブック2017［Ｒ /OL］． ( 2017 － 12 － 01) ［2018 － 12 － 10］． https: / /www． jcia． or．
jp /publication /pdf /ファクトブック2017 ． pdf。
创设“小额短期保险业”制度正是立法者处理无认可共济的方式。2005 年日本修改《保险业
法》，一方面在第 2 条第 1 款中修改了“保险业”的定义，去掉了“以不特定的人为对象”的要件，只
要实质以保险为业即适用《保险业法》规定。修改后，对于原先适用《协同组合法》等规制的一般
共济仍然不适用《保险业法》，而对于没有法律规制的无认可共济，则适用《保险业法》。但是，若
直接适用《保险业法》，如若让无认可共济直接转变为股份保险公司或相互保险公司，可能造成业
者负担过重乃至停业［30］96。故而在 2005 年《保险业法》修改上，在第 2 条第 17 款新设了“小额短
期保险业”概念，小额短期保险业是只能接受保险期间在 2 年以内的政令规定期间内，保险金额在
1 000 万日元的范围内的政令规定的金额以下保险的保险业。因为小额短期保险业者所承担的风
险相较于长期合同更小，所以根据小额、短期的事业特性，在进入规制、财产要求、兼业规制、商品
审查等方面的规定都相对宽松。
从总体运行来看，小额短期保险业因其准入门槛低、额度低、期限短的特点，有效填补了生命
保险业与损害保险业保险对象的缝隙，机动地关注原本不被关注的保险需求［32］。在商品设计上，
与既存的保险商品相比，小额短期保险商品更加简单容易理解，并且由于保险费金额较小，更易于
被消费者接受。小额短期保险业对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效率性和稳定性的平衡 : 一方面，相较于
既存的保险公司，政府对于新进入的保险公司能否良好运转存在更多疑问 ; 另一方面，如果保险公
司数量不提高，也不能更好实现通过提高效率促进竞争的目标。故而小额短期保险业是做了一个
平衡，在放宽保险行业的进入门槛的同时，对于低门槛的保险业者加以更多的限制，通过保险金额
以及保险期间的限定，保证其稳定性。
四、披露保险信息以限制保险自由化下的保险销售方行为
在保险商品销售中，保险消费者对于保险合同相关信息的掌握经常是不充分的，另一方面，即
使获得了充分的信息，多数消费者也不具有充分理解这些信息的能力［33］48 － 49。对于有形商品来
说，消费者可以通过商品实体对商品的性质进行较为直接而全面的认知。而保险商品是无形商
品，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认知是间接而抽象的，对自身的保险需要往往不能准确把握。消费者一方
由于信息的不足，对于保险经营状况、保险合同的内容等没有十足的判断力，保险交易中的双方当
事人会出现信息不对称性［34］。
战后型保险系统下的保险销售中，保险消费者保护存在两个问题 : 消费者普遍缺乏关于保险
的信息并且缺乏理解保险相关信息的能力。自由化保险系统下，保险商品的种类与复杂度大大增
加，在大量的信息面前，要让消费者自主选择保险商品是不现实的，需要建立消费者获取保险商品
信息的渠道。但对于销售公正性的监管在很长时间里仍保留在《保险销 售 管 理 法》的 制 度 内 容
上，只有对于销售行为的禁止性规定。1996 年《保险业法》新增了保险公司的经营信息披露义务，
通过信息量的增加，保障保险消费者能够选择合适的保险公司缔结保险合同。2016 年《保险业
法》大幅提高了保险销售中消费者 的 保 护 水 准，新 设 了 意 向 把 握 义 务 与 信 息 提 供 义 务。通 过 在
《保险业法》中新增明确的积极义务的方式，保险销售的监管制度得以完善。
( 一) 经营信息披露义务
1996 年《保险业法》第 111 条新设了保险公司经营信息披露义务，结束了日本保险业信息披
露义务没有法律依据的时代，此前信息披露义务仅以业界自律的形式出现。保险公司应当制作业
务与财产状况的说明资料并放置在本店与分店中，供公众申请查阅。1998 年修改了第 111 条，明
确了公开资料需要记载的内容，包括保险公司本身及其子公司在前一事业年度 ( 前一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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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当年 3 月 31 日) 内的业务及财产情况，在实践中一般包括公司概况 ( 历史、组织、店铺网络、股
票、雇员情况等) 、业务内容( 主要业务及经营方针) 、事业概况( 商品目录、营业员、代理店、公益活
动等) 、财产情况( 会计账目、不良债权情况、偿付能力比率、有价证券的实价信息等 ) 、业务情况
( 决算业绩的概况、合同增加率的指标、投资等情况 ) 和公司经营 ( 风险管理体制、法令遵守体制、
个人信息保护等) 等 6 个项目［35］。向申请人披露保险公司的经营信息可以使得保险消费者基于
保险公司经营状况信息选择保险公司，对所订立的保险合同履行可能承担的风险提前认知。
( 二) 意向把握义务
确认顾客意向的义务最初为 2007 年金融厅在《保险公司综合监督指南》中新设的意向确认书
制度。意向确认书制度是指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等保险销售人应根据顾客的需求
搜集保险信息，并将商品符合顾客需求的理由书面记载在意向确认书上。意向确认书应在缔结保
险合同前交付顾客，以确保给予顾客最终确认保险商品符合其需要的机会。但是随着该制度的实
施，即便顾客形式上在意向确认书上签章，但实质上不一定理解其投保的风险是什么，顾客的保险
意向与保险合同的内容不一定一致［36］。意向确认书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流于形式，需要营造
出顾客可以在认识到其承受的风险与保险所覆盖的风险的基础上加入保险的环境［37］。
2016 年《保险业法》将意向把握义务上升至法律高度，根据第 294 条之 2 的规定，要求保险销
售人员在销售保险商品时应把握顾客的意向，并根据顾客的意向向顾客推荐保险合同，在对顾客
说明保险合同的内容以及缔结保险合同之时，应向顾客提供确认保险合同的内容是否与其意向相
符的机会。意向把握义务不再强制使用统一的形式，但应包括以下 4 个部分 : 其一，把握顾客的意
向 ; 其二，根据顾客的意向向顾客提出签订保险合同的方案 ; 其三，说明此保险合同的内容 ; 其四，
缔结保险合同时应提供给顾客以确认保险合同的内容是否符合其意向的机会。意向把握义务从
法律上将保险销售人确认顾客意向的行为由形式变为实质，提高了保险消费者保护力度。
( 三) 信息提供义务
信息提供义务是指，保险销售人在推销保险合同以及其他关联行为中，应向顾客提供保险合
同的内容及其他可以作为参考的信息。信息提供义务与意向把握义务是保险销售过程中一体两
面的要求，信息提供基于对顾客意向的把握，而保险销售人又在信息提供中对顾客意向进一步明
确。由于保险商品不存在实体，其内容不容易被理解［38］，在商品的性质及服务的内容上，保险销
售人与顾客间存在着信息与理解的差距。并且，近年来保险商品内容多样化，为了使顾客正确理
解商品与服务的内容，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保险销售人员为顾客提供适当的信息并进行容
易理解的说明的重要性增加［29］83。
关于信息提供的相关监管规制，1996 年《保险业法》第 300 条第 1 款对于保险销售中禁止行
为设置诸项规定。2016 年《保险业法》修改后，信息提供义务改变了以往以消极义务规制为主的
形态，新增了明确的积极义务，并且信息提供义务在法律层面对保险销售人的义务进行了细化。
信息提供义务要求保险销售人告知顾客保险金的支付条件、保险期间、保险金额以及其他可作为
顾客参考的信息。在此之外，如果保险销售人是在多个保险公司商品间进行比较推荐销售的话，
还应告知可能进行比较的商品列表以及推荐特定商品的理由。
五、完备保险经营机制以平衡保险自由化与限制
在保险运行中，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有着履行保险合同的期待，因此要确保保险公司能够维持
财务的健全性以履行未来的合同义务［33］52。保险公司支付能力保障制度是保障保险业运转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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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核心，既能防范系统性风险，还能保护消费者、增加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赖。保险自由化背
景下，保险业务的多样化带来了新的风险，保险公司间竞争加剧，原先保险公司间稳定有序的生存
环境被打破。在严格的自己责任原则下，保险公司可能出现经营不善、破产等问题，监管保险公司
财务的必要性较以往更高，战后型保险系统缺乏对于保险经营监管的问题凸显。为了确保保险公
司经营的健全性，《保险业法》制度变迁中要求提高监管力度，主要创设了以下制度 : 体制整备义
务、标准责任准备金的储备义务、偿付能力基准、早期修正制度以及投保人保护机构制度。
( 一) 体制整备义务
体制整备义务是为保障业务健全且适当地运营而对公司体制进行整备的义务，最早被规定在
1998 年修改的《保险业法》的第 100 条之 2 中，对象是保险公司，而监督保险销售人只能通过保险
公司加以适当指导方式。而根据 1996 年《保险业法》第 283 条的规定，保险销售人进行销售时产
生的司法上的责任由保险公司承担。保险公司需要承担保险销售人的责任，并且保险销售人基本
职能由所属保险公司进行监管，这就形成了保险代理店依附于保险公司的模式［39］。
战后型保险系统下，对于生命保险销售人实行专属制，保险公司可以把握保险销售人的运营
实态，并且可以有效管理保险销售人，指导保险销售人的工作。但是随着 1996 年对生命保险销售
人专属制的缓和，共同代理店的数量逐渐增加。由于共同代理店接受多个保险公司的委托，保险
公司难以真正对其进行监督，而法律也没有直接对于共同代理店的规制，这就造成了监管的真空。
此外，保险代理店的大型化与多样化也给保险公司的监管带来困难。故而 2016 年《保险业法》的
294 条之 3 对保险代理店课以体制整备义务，但是此义务仅限于一定规模和特性的 保 险 销 售 人
中，对没有达到条件的保险销售人仍然采用依附于保险公司的体制。达到条件的代理店应根据其
业务的规模和特性制定自身的公司规则，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体制整备义务要求保险代理店自
律、自立，提高了保险代理店经营的健全性。从效率性的角度来看，此举还解除了特定保险代理店
与保险公司的依附关系，要求特定保险代理店作为保险市场的主体发挥其能动性，实质达到了“制
贩分离”的效果，提高了保险市场的运行效率。
( 二) 偿付能力基准制度与早期修正制度的引入
保险自由化的规制缓和措施大幅提高了保险市场的自由度，但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与竞争的
增加也使得许多保险公司陷入破产。为了保障保险公司财务的健全性，实现问题及早发现、及早
对应。日本《保险业法》分别于 1996 年和 1998 年引入了偿付能力基准制度与早期修正制度。偿
付能力基准制度是发现保险公司经营问题的手段，而早期修正制度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1996
年《保险业法》在第 130 条中引入了偿付能力基准作为监管当局对于保险公司经营的预警指标。
偿付能力基准是对于保险公司面临的超过通常预测的保险风险以及资产运用风险的相对额度，将
保险公司自身的资本额以及诸准备金的合计额作为指标加以把握的基准［40］4。
早期修正制度是偿付能力基准的实际运用，1998 年施行的《保险业法》，导入了早期修正措施
制度，根据《保险业法》第 132 条的规定，政府根据偿付能力基准在保险行政上作出相应的区分对
待 : 偿付能力比率在 200% 以上的属于健康公司，不采取任何措施 ; 偿付能力比率为 100% ～ 200%
的公司，要求其提出并施行确保经营健全性的改善计划 ; 偿付能力比率为 0% ～ 100% 的公司，要
求其提出并施行提高支付能力的计划，并限制其营业开销、分红、事业费用等 ; 偿付能力比率不满
0% 的，附期限地要求公司停止部分或全部业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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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 https: / /www． fsa． go． jp /p － fsa /newsj / f － 19990811 － 0 － c /012 ． pdf。
偿付能力比率是通过公式计算出的指标，公式的好坏直接影响结果的可靠性。1996 年开始
采用的偿付能力比率在实践中并不能提供可靠的参照，存在保险公司在破产时偿付能力基准仍在
200% 以上的情况［41］，早期修正制度并未启动。2007 年日本对偿付能力基准进行了改良，新的偿
付能力基准公式下，保险公司破产的可能性得以相对合理地预测。
( 三) 标准责任准备金制度
1996 年《保险业法》导入了标准责任准备金制度。此制度以生命保险的个人保险以及个人年
金保险为对象，根据大藏省公示的责任准备金的储备方式以及计算的系数为基础，各保险公司储
备责任准备金，确保其经营的健全性。各保险公司根据自己责任原则，可以在规定的基准以上储
备保险金，基于自身的经营判断设定保险费的基础系数［40］5。
( 四) 投保人保护机构制度
1996 年《保险业法》在第 259 条中新设了投保人保护基金制度。投保人保护基金是为在保险
公司发生破产时保护投保人而设立的基金，但实践中存在只有接受破产保险公司债务转移的救济
保险公司的情况下才会启动投保人保护基金的问题。为了将其灵活化，投保人保护基金制度在
1998 年《保险业法》修改时被变更为投保人保护机构制度。投保人保护机构是在保险公司破产时
为保护投保 人 利 益 对 破 产 保 险 公 司 的 合 并、股 份 取 得、保 险 合 同 的 移 转 等 进 行 资 金 援 助 的 法
人［42］。投保人保护机构基于生命保险与损害保险两大类型来划分，在日本国内营业的生命保险
公司和损害保险公司都有加入相应的投保人保护机构的义务，而小额短期保险业者、仅从事再保
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根据政令不需要参加投保人保护机构的保险公司不负有参加投保人保护机构
的义务。投保人保护机构进行资金援助的限度以保险公司责任准备金的一定比例为限，原则上比
例为 90%。
六、结 论
评价保险监管模式不能单纯就制度而言，需要结合社会经济环境作综合判断。任何法律从根
本上都是要回应其所在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迈向某个确定的方向［43］。战后型保险系统在战
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期、中速发展期、泡沫景气期持续运行良好，严格监管模式适合于当时的经
济环境。保险业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需要形成新的保险系统以回应经济
环境剧变对保险业的打击，而保险自由化下《保险业法》对制度的不断修改正是新系统形成的探
索与引导。
( 一) 从实体监管主义到形式监管主义
保险自由化的改革使得保险监管由战后型保险系统下的事前认可型、监视型的实体监管主义
向事后检查型的形式监督主义变化。实体监管主义在日本保险监管法制上有很长的历史，在确保
合同正确及预防保险公司破产上看有一定成果。在战后型保险系统下，由于行政干预，保险业实
行非透明管理，限制市场竞争，所以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保险公司破产［44］，保险公司数
量也维持稳定。但是保险监管不能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名目之下对保险企业的经营加以必要限
度以上的介入与干涉。学界逐渐认识到保险公司间活跃的竞争才是对消费者最有利的价值取向，
废除实体监管主义的呼声不断增强［45］。
形式监管主义偏重在设定标准后对事后违法行为进行审查，要求保险公司和保险销售人等主
体负自己责任。自由化进程中，业际壁垒消除，销售渠道扩大，国家不再保驾护航，竞争加剧给保
险公司的生存、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保险公司乃至保险业界不可避免地发生混乱，如公司经营的
·54·
日本保险的自由化及其限制
混乱、破产以及不当保险销售的增加。对于这些问题，有的在 1996 年《保险业法》的制度设计中
给予应对，如信息披露义务、偿付能力基准。
( 二) 宽严相济的保险监管模式
自由化保险系统演进的 22 年间，日本新的“宽严相济”的保险监管模式已然形成。通过许可
以子公司的方式兼营生命保险与损害保险、许可金融混业经营、第三领域保险自由化等举措，日本
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得到充分扩展，在不断合并中得以成为大型保险集团乃至综合性金融集团。
保险销售监管上，在《保险销售管理法》时代保险销售主体十分受限，而从 1996 年《保险业法》施
行开始，通过生命保险销售人专属制的缓和、保险经纪人制度的新设、保险销售人权限的缓和、银
行销售保险的解禁等方式，保险销售渠道呈现多样化，保险公司竞争更加效率化。小额短期保险
业的出现填补了大量小型保险需求的空白。以信息披露义务、意向把握义务和信息提供义务为
主，新系统下保险销售监管体系已然成形。由最初的人情义理式的销售模式，到负面禁止规定模
式，再到以意向把握义务及信息提供义务为主的正面要求模式，对保险销售的监管更加严格，对于
消费者的保护不断提高，对保险销售也提出了更加专业化的要求。正面要求模式从入口的说明开
始到出口的缔结保险合同为止，规划出了明确的销售路径。在保险公司经营的健全性上，体制整
备义务、偿付能力基准与早期修正制度能够确保保险公司财务与制度的健全 ; 标准责任准备金制
度与投保人保护机构制度则通过保障保险公司的健全，实现消费者对保险合同的合理期待。
保险监管是专门适用于保险市场的制度规范体系，保险市场的客观需求决定了其适用效果，
即只有与保险市场的客观需求相吻合，保险监管才能够充分发挥其调整作用［46］。虽然从数字来
看，日本保险业的发展呈现衰退趋势①，但是这更与经济大环境相关，在高龄少子化的背景下，日
本经济发展停滞［47］。虽然政府和立法上持续采取大胆的经济计划，但日本经济仍不见很大起色，
而国内保险业收入难以在国民收入得不到提高的情况下独自增长［48］。梳理日本保险自由化 22
年以来《保险业法》的主要修改，可以看出自由化监管系统模式是成功的，它顺应了保 险 发 展 趋
势，使得日本保险业在泡沫经济崩溃的冲击下得以重塑，保障了日本保险系统稳定高效地运行。
( 三) 日本保险自由化的教训
在保险自由化的规制变迁中其制度构建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在《保险业法》方面可以概括
为 3 点 : 保险销售监管体制长期不健全、偿付能力基准设置不精准以及保险经纪人制度名存实亡。
1996 年《保险业法》的保险销售部分基本照搬 1948 年《保险销售管理法》的内容，“新瓶装旧酒”
的立法方式导致了保险消费者无法得到完善的保护，“人情义理”的销售方式仍大量存在，新出现
的大型保险代理店、共同保险代理店得不到有效监管，保险销售人监管体制的僵硬性凸显②。保障
偿付能力是保险监管的核心内容，但日本 1996 年设置偿付能力基准却因为技术问题没能达到良
好的效果，而我国现在践行的偿付能力二代制度也是因为偿付能力一代制度不能满足实践中保险
监管的要求而进行的一种改良。在偿付能力基准设置的问题上应当不断地适应实践的发展进行
优化。保险经纪人制度是日本 1996 年大刀阔斧引进的制度，但是发生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在日
本以保险代理店为主的销售体系下，20 多年来保险经纪人始终找不到准确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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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个人保险市场上，与 1995 年相比，2008 年度保险合同数量减少了 15% ，保险费收入减少了 19%。资料来源 : 岩瀬大輔 ．
規制緩和後の生命保険業界における競争促進と情報開示［J］． 保険学雑誌，2011 ( 612 ) : 221。
2005 年 2 月，由日本明治安田生命保险公司的曝光开始，日本发生大量不适当的保险金不支付事件，遍及生命保险、损
害保险和第三领域保险，这给监管者和保险业界带来了极大震荡。参见 : 井上涼子 ． 生損保業界における保険金不払い問題———
求められる信頼回復へ向けた取組［J］． 立法と調査，2007 ( 274 ) : 39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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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Insurance Ｒegulatory Liberalization and Ｒestriction:
Tak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Insurance Law as the Viewpoint
HE Lixin CHEN Haoze
( School of Law，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China)
Abstract: Japan＇s post － war insurance system adopts entity supervision to restrict competition in the insur-
ance industry by " same commodity and same price" and achieves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insurance indus-
try． With the rise of insurance liberalization，Japan＇s insurance supervision began to loosen． From 1996
to 2016，Japanese Insurance Law was made 13 revisions． The business scope of insurance companies was
expanded，life insurance and damage insurance were allowed to sale by subsidiaries of insurance compa-
nies，the liberalization of insurance in the third field was carried out． By untying the restriction of finan-
cial mixed operations and insurance sales in bank，Japan has introduced an insurance broker system and
eased the exclusive system of life insurance selle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surance liber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with busines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 and provision enhancement ，with sys-
tem of solvency，early revision，standard liability reserve，etc． ，and with an appropriate insurance super-
vision model，Japan successfully protected insurance consumers，restricted and prevented insurance fi-
nancial risks，and ensured the soundness of management and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in-
surance industry as well．
Key Words: Japan， liberalization of insurance，Japanese Insurance Law， insurance regulation，
financial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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